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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的三重嬗变：史实、概念与文化遗产实践

宋时磊

（武汉大学 茶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万里茶道是2013年以来广泛使用的概念，其生成经历了从史实挖掘到学术建构，最终上升为跨国文化遗产

的动态嬗变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界着力于整理口述资料和梳理史实，积累了一批重要的文献

资料。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茶叶之路”“张库大道”等概念，将研究视野从贸易史和对外关系史向文化线路转移，体现

出了自觉意识。从20世纪90年代起，“茶叶之路”概念从泛指走向专有化，用来指称中蒙俄历时近三百年的茶叶贸易通

道。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的演讲中使用“万里茶道”一词，替代了之前的“万里茶路”“茶叶之路”等多种称谓。自

此之后，万里茶道的文化遗产实践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取得了众多实绩。这三重嬗变的实现得益于时代、话语等方面的

变迁和演进，基于坚实史实、概念提炼和公众参与遗产的热情，万里茶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机或将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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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标志着这条横跨中蒙俄三

国的历史贸易通道，其遗产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尽管现今“万里茶道”一词耳熟能详，但作为一

个具有明确遗产内涵的学术与文化概念，其历史只有十余年。已有学者系统梳理万里茶道的相关研究

成果①，但现有综述多侧重汇总研究成果，而对于这一概念本身如何从史实中被重新发现、界定，并最终

进入申请文化遗产的发展轨迹，其内在的嬗变逻辑与驱动机制，尚缺乏深入的专题探讨。同为线路文化

遗产的茶马古道在概念生成、学术辩论与符号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已颇为丰富②，反观万里茶道，其相关研

究却付之阙如。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个“史实—概念—实践”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万里茶道概念

认知与实践的演进逻辑。

一、史实重勘：万里茶道的学术前史与研究范式转换

从明末清初（约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后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在中、蒙、俄之间

形成了一条贸易大通道，这一道路的主干线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经江西铅山、湖南安化、湖北汉口、河

南社旗、山西晋中、河北张家口、内蒙古二连浩特，穿越蒙古国乌兰巴托，延伸至俄罗斯恰克图、伊尔库茨

克、莫斯科，终抵圣彼得堡，全程约1.3万公里，形成覆盖东亚季风区、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冻土带的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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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带复合运输网络。这是继丝绸之路之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另一重要跨文明交流线路，其核心功能是

茶叶的跨区域贩运，同时带动了棉布、瓷器、皮毛等商品的双向流通，促进了中蒙俄三国的技术、民族、文

化交流，当下将其约定俗成称为“万里茶道”。然而，其学术研究却经历了一个从沉寂、复苏到繁荣的曲

折过程，研究范式亦随时代语境而几经转换。

（一）史料沉寂与革命史观下的初期论述

自万里茶道开辟以来，围绕这一贸易路线形成了大量档案和文献，为史实梳理提供了坚实支撑。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清政府涉俄档案，大量涉及中俄外交交涉与贸易纠纷的文件，均与万里茶道的

贸易往来、商帮活动及管理规制密切相关。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机构也

有众多中俄关系档案资料，以及当时学者、商人撰写的关于茶叶贸易的著作、游记和商业记录，这些文献

详细记载了茶叶运输、定价、销售及文化融合等细节；在近代《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字林西报》等

报纸和期刊中，也有众多关于万里茶道茶商、茶叶加工、运输路线及贸易规模的记载。但在万里茶道走

向衰落后，相关历史文献随之减少，很少有学者做专门研究，这一贸易路线淡出人们视野。值得注意的

是，美国威廉·乌克斯1935年在《茶叶全书》中，论述中国和俄国茶叶贸易史时，重点关注商队贸易

（Caravan Trade），并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等是导致陆地贸易衰落的重要原因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里茶道研究几经起伏，相关话语体系也随时代变迁发生显著变化。从

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围绕一系列问题长期论战，政治、军事等方面长期对立。故在

很长时期内，这段贸易史被纳入“沙俄侵华史”的革命叙事框架，多在帝国主义的视野关照下，采用侵略

和反侵略的立场和视角，将俄商在华茶叶贸易视为经济掠夺。1976年，在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

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中，将1727年签订的勘分恰克图以东至额尔古纳河岸阿巴哈依图

岭边界的《阿巴哈依图界约》视为沙俄扩大侵华野心的证明②；而在《上海外贸史话》一书中，把俄商在福

州和九江设立砖茶厂视为“老沙皇魔掌南伸”，造成我国茶商和制茶手工业者的破产③。这种叙事话语在

改革开放初期仍旧延续，1980年出版的《洞茶今昔》将阜昌、隆昌、顺丰等俄国洋行在羊楼洞所设茶庄，

同样描述为“沙皇魔掌伸进了羊楼洞”④；茶叶学者陈椽在《茶业通史》中也关注恰克图贸易，在相关政策

中也看到了沙俄对我国的侵略活动⑤。1991年苏联解体、中俄关系建立和全面发展后，这种帝国主义和

霸权主义的视角有所缓和。但在相关研究中仍强调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茶叶经济利润

等，这一方面是基于史实的阐述，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和革命话语的延续。这一研究视角下所撰写的有分

量的论文，其中以陈均《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⑥以及程镇芳、王大同、徐恭生合写的《从十九

世纪的茶叶贸易看沙俄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为代表⑦。两篇论文视角虽然带有时代印记，但仍较为深入

地回溯了中俄茶叶贸易的大量史实，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以票号

为中心的资料整理研究也有所起步，但并未与茶叶贸易的宏观脉络整合。代表性成果有石泉生的《平遥

票号史》（1962）、山西财经学院集体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料》初稿（1965），郝树侯、王守义等学者也发表了

相关论文⑧。遗憾的是，《山西票号史料》到1990年才正式出版⑨。

① William H. Ukers，All about Tea，Vol.Ⅱ,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1935, pp.95-96, p.235.

②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72页。

③上海外贸史话编写组编：《上海外贸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4页。

④赵李桥茶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厂史编写组：《洞茶今昔》，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2页。

⑤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412-413页。

⑥陈钧：《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⑦程镇芳、王大同、徐恭生：《从十九世纪的茶叶贸易看沙俄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

研究集》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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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成果，其价值在于保存和初步整理了部分史料，但受限于时代，研究视野狭窄，将复杂的

跨国商贸活动简化为侵略与反侵略的二元叙事，万里茶道作为“道路”的空间属性与文化交往内涵未能

得到彰显。

（二）改革开放与史实重构的起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与中外学术交流的恢复，学术话语和范式发生转换，万里茶道研究

迎来了第一个复苏期。其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地方文史工作的蓬勃开展，二是学界研究视角的

调整。

首先是地方文史资料的抢救性挖掘。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十余年间，主要沿着口述整

理和史实梳理两个方面推进，全国及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特别是各地方委员会承担近代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此时期在万里茶道

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晋商后代、亲历者及地方文史爱好者、专业研究者等成为重要的叙事主体，他们通

过口述、整理或研究等方式，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比较早期的单篇文章有1985年莫胡尔的《巴林

右旗旅蒙商的片断》①，侯文义1986年整理的《旅蒙商在林西活动概况》②。记载万里茶道比较集中的文

史资料有两部：1987年《祁县文史资料》第4辑所搜集内容为商业，其中吕洛青《祁县茶庄初探》，曹恩荣

《祁县渠佳和“常裕川”茶庄》《“长盛源”和“祥云集”》，段镇、段达海、杜培仲《祁县南社“广和当”》等多篇

文章涉及茶商号、银号等遗事③；1992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1辑以“旅蒙贸易”为栏目刊登了11篇文

章，涉及中蒙俄贸易及陆路运输、骆驼运输和牲畜贸易、运输工具老倌车等，还有万里茶道亲历者董万

福、杨增燕等人的口述④。山西各地的文史资料也注意刊登此方面文章，视野不局限于地方，而聚焦全

省，如《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⑤，或者是注重山西与其他各地的茶叶贸易往来，如宁书贤《晋商与湘

茶》⑥。除山西这一重点省份外，相对集中讨论该问题的是湖北的武汉和赤壁等地的学者⑦，但成果发表

时间偏晚，文献数量相对有限。这些资料虽零散，却生动还原了贸易链条中的微观运作，补足官方档案

的缺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民间文献基础。

在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同时，万里茶道史学研究也在快速复苏，研究视角也实现了转换。这一阶段的

研究视角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学者们主要从对外关系史和经贸史的维度切入，试图通过茶叶

贸易这一具体议题，重构被冷战意识形态遮蔽的中俄交往史实，意在强调对外开放；二是注重晋商、旅蒙

商人等商帮群体的研究，以此关照区域经济史的发展，进而建立历史与当代经济发展的关联，回应改革

开放的时代主题。中山大学蔡鸿生在《“商队茶”考释》中使用一手俄文资料，详细研究了“商队茶”的始

①莫胡尔：《巴林右旗旅蒙商的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林右旗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巴林右旗

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44-46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林西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林西文史选》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林西县文史资料

委员会，1986年，第81-84页。

③ 段镇、段达海、杜培仲：《祁县南社“广和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祁县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第6-15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1辑（社会卷上），1992年，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第82-169页。

⑤孔祥毅、张正明：《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9卷（第97辑-第

108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87-109页。该文分上下篇最早刊登于《山西日报》1991年11月18日、

19日。

⑥宁书贤：《晋商与湘茶》，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

⑦郭其耀：《武汉最早的外商工厂——俄商砖茶厂》，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

5辑·租界洋行，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9年；郭伟齐、董玉梅：《汉口茶叶贸易的兴衰》，《武汉文史

资料》2000年第11期。

万里茶道的三重嬗变：史实、概念与文化遗产实践

-- 139



末、西帮茶商的贩运、理藩院的部票制度、“西商”改道和“南柜”兴起，其中少部分内容论述了贸易路

线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参与票号整理的黄鉴晖，改革开放后发表的一些论文涉及万里茶道。在《论

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一文中，他认为山西商人在经营中国到恰克图的茶叶、丝绸等商品时，路途远、

商品周转期长，故对借贷需求大，这与江南地区的贸易有很大不同②；在《山西茶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

中，他分析了政治形势对中国北部贸易的影响，重点考察了“外茶商”的大本营、运输队和贸易路线及恰

克图贸易的影响等③。在万里茶道上，旅蒙商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卢明辉《清政府治蒙政策

及其对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④、陈东升《清代旅蒙商初探》⑤等对此展开专题研究。

祁县、太谷、阳泉、张家口各地钱庄、茶商职员和后裔的口述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中俄官方史料

撰写的研究性论文等，记载和构建了茶商家族从福建采购茶叶至恰克图销售的全流程，包括“标期”等资

本筹措制度、联号制等商业机制、部票制等管理措施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研究焦点集中于商帮

等贸易主体与贸易量统计，对运输路线、交通节点等空间要素鲜有涉及。这种研究取向既受限于档案开

放程度、民间文献搜集力度等，也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对“道路”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认知局限，更缺乏将

万里茶道上升为文化遗产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两份文献值得一提。一是渠绍森、庞义才

1984年编写的《山西外贸志》，第二编第三章题为“山西驮帮的对外贸易”，指出除丝绸之路外，“在中国

通往欧洲方面，历史上还有一条不应忽视的国际陆路商路，这就是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

经西伯利亚转往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并进一步论述：“这里，我们不妨说，汉唐时以长安为枢纽，对西

域各国的以丝绸为主的贸易被称作‘丝绸之路’，那么此后，以山西为枢纽，历时数百年，对欧洲以茶叶为

主的贸易，也可以称之为‘茶叶之路’。”⑥这一章用了较大篇幅，援引俄文资料、中国官方史书和档案论述

恰克图贸易的由来、前期和后期的发展、输出商品的采集和加工，还重点讨论了商品的运输问题。当然

作为地方学者撰写的一部专题志书，作者更注重“茶叶之路”所体现出的不畏艰苦创业的“山西商人精

神”。二是牛国祯、梁学诚1988年提出的“张库大道”概念，他们重点分析张家口到蒙古库伦（今乌兰巴

托）国际商道在三百年间的兴衰⑦。

此阶段的范式转换颇为关键。其研究特点包括话语主旨从政治批判转向历史还原与经济分析；研

究对象从抽象的“贸易关系”具体化为商人、商帮、商品与路线；研究材料从单一官方档案扩展到民间文

史资料。尽管此时“道路”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仍附属于贸易史，但史实的夯实与视角的多元化已为“万里

茶道”概念的正式提出与专有化，做好了至关重要的学术准备，万里茶道新的研究阶段即将到来。

二、概念凝练：从“茶叶之路”到“万里茶道”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万里茶道相关概念从泛用走向专有、从描述性术语升华为

核心学术与文化符号的关键期。万里茶道概念的凝练，是三重嬗变的核心，其本质是对中蒙俄茶叶贸易

史实的学术提炼与话语建构。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名称称谓更迭，而是伴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遗产意

①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②黄鉴晖：《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00页。

③黄鉴晖：《山西茶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④卢明辉：《清政府治蒙政策及其对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论

丛》，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1981年。

⑤陈东升：《清代旅蒙商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⑥渠绍森、庞义才：《山西外贸志》上（初稿），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第29-32页。

⑦牛国祯、梁学诚：《张库商道及旅蒙商述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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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传播的助推、国家战略的变迁，逐步实现从模糊叙事到清晰界定、从多元称谓到统一

话语、从历史概念到学术与公共话语双重认同的认知深化和价值升华。史实基底为概念凝练提供了客

观依据，而概念的凝练则为文化遗产实践搭建了认知框架。

（一）“茶叶之路”的专有化与内涵拓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尽管已经提出“茶叶之路”的概念，但它仍是一个泛称，时而被用于

指代中日海上茶路、滇藏茶马古道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在《山西外贸志》中，渠绍森、庞义才

首次提出“茶叶之路”。在论述过程中，他们还有意识地分析“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的渊源、分化以及

独特价值，其实这与“茶马古道”概念提出时与“南方丝绸之路”的话语纠葛有相似之处。但在当时，茶叶

之路并不专指中俄之间这一贸易商道，而是更多强调贸易路线上茶叶这一商品属性和独特符号标识。

1989年王庆新《中国味》中，仅仅是把“茶叶之路”视为中国茶叶在不同历史时期向各个方向传播的简

称①。日本传媒界对中国茶叶外传颇感兴趣，1988年静冈电视台到天台县拍摄专题纪录片《茶叶之路》，

日方将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之间茶文化往来视为“茶叶之路”②，1990年还有学者在《东南文化》专题论

述中日茶叶之路③。“茶叶之路”不仅用来指代海上茶路，中蒙俄之间的茶路，有时还被用来描述滇藏线茶

马古道④或者是川藏线茶马古道⑤。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尚未充分辨析不同方向茶叶贸易路线的独特

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客观说明“茶叶之路”这一词汇不能很好地概括中蒙俄茶叶贸易路线的特质。

1985年，经济史学者张正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清代的茶叶商路》一文，这篇文章开始有意识地总结这

条茶叶之路的特点。他认为清代的茶叶商路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

欧洲腹地，这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这是因为首次将这茶路内涵

概括为“国际商路”，并指出该商路四个方面的作用⑥。这一提法受到欢迎，被《张家口地区公路运输史》

《河北公路史》等书籍沿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在提及清代交通时，提到清朝

“茶叶之路”时，采用了张正明文章中的表述⑦。

得益于前期的提炼和传播，以及区域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福建、湖北、山西等地学者基于本地枢纽

地位的考证与研究，这一国际商道的独特性日益凸显。从20世纪90年代起，用“茶叶之路”这一名称指称

万里茶道的文献越来越普遍。在茶叶经济崛起后，福建参与这一路线话语建设的积极性大为增强。1990

年《武夷岩茶香飘海外》一文将“茶叶之路”视为武夷岩茶国际影响力的见证⑧。武夷山市政协巩志1993年

专题论述赤石到恰克图的贸易，文章落脚点是这一商道对于武夷山的意义⑨。厦门大学知名学者庄国土

的加入，则让茶叶之路变得更加声名显赫：他最初使用“茶叶之路”一词实际上是指海上丝绸之路，意在强

调这一路线上商品种类从丝绸到茶叶的变迁⑩；但在之后的论文中，他所说的“茶叶之路”是指从闽北到莫

斯科的贸易路线􀃊􀁉􀁓。除了福建外，湖北也是茶路上的重要节点，该省学者也开始加入讨论、开展研究，以张

①王庆新：《中国味》，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9年，第52-53页。

②台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州地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7页。

③连晓鸣、周琦：《天台山与日本的“茶叶之路”》，《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

④陈红伟：《滇藏“茶叶之路”初探》，《中国茶叶加工》2001年第1期。

⑤刘勤晋：《川藏茶路万里行》，《中国茶叶》2005年第6期。

⑥张正明：《清代的茶叶商路》，《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第3版。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土木工程》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

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⑧武夷岩茶节组织委员会编：《武夷奇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5-16页。

⑨巩志：《武夷山至恰克图茶叶之路》，《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⑩庄国土：《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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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勤①和刘晓航②等为代表。“茶叶之路”由此逐渐专有化，特指17—20世纪中蒙俄之间的茶叶贸易通道。

这一专有化过程的核心，是研究重心从“贸易”向“道路”的空间属性转移。学者们开始系统勾勒其

主要干线、重要节点、运输方式变迁以及沿途的社会文化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俄贸

易史和中俄关系史领域的学者是从事茶叶之路研究的主要力量。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郭蕴深《中俄茶叶

贸易史》、南开大学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等是此期的重要学术成果。此时期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邓九刚，他不是学院派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位作家。但他对“茶叶之路”有着持久的爱好，将文献调

查和实际采访相结合，挖掘和还原了“茶叶之路”的大量细节，并以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形式向公众传

播“万里茶道”，著有《大盛魁商号》（1998）、《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2000）、《国商：大盛魁

兴衰记》（2001）、《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2008）、《复活的茶叶之路》（2013）等。他

的一些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种更具通俗渠道的传播方式带动更多主体参与万里茶道传播，“茶

叶之路”研究热兴起。美国作家兼翻译家艾梅霞（Martha Avery）2004出版《茶叶之路：中俄跨越大草原的

相遇》，以中、英、俄三个语种发行，扩大了“茶叶之路”的国际影响③。这些多类型、跨国界的叙事成果，极

大地提升了这一概念在公众群体与国际范围的知名度。概念专有化标志着学术共同体对研究对象的边

界达成了基本共识，为其后的比较研究与价值提炼奠定了基础。

（二）从“万里茶路”到“万里茶道”

在文化旅游产业兴起的背景下，“万里茶路”的称谓开始流行，常见于媒体策划和地方文化宣传中，

但这在当时尚不是一个特指性词汇。1986年，李志强撰文《茶商万里行》④，将“万里”与中俄茶叶贸易路

线联系在一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论述“茶叶之路”时一些学者会使用“万里”，却没有形成“万里

茶路”的专有词汇。21世纪后，福建等地方媒体有“晋商万里茶路”的称呼，特别是《旅游纵览》杂志2007

年主办、联合茶叶之路沿线16个城市的旅游部门举办“重走晋商万里茶路”的大型活动⑤，引发社会公众

关注。自此之后，使用“万里茶路”来描述中俄茶叶贸易路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其为名称的图书有多

部。这一路线的新闻、旅游、商业受到社会重视，2011年张家口日报社组织“重走张库大道”采访团，跨

越2个省区和3个国家，勾起人们对古商道的记忆和追索，并于次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纪实作品《重

走张库大道》。此时期媒体之所以积极策划万里茶路相关活动，是因为2006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一

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家经济的重要产业，2009年《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又把

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万里茶路是传统历史

文化与现代休闲旅游结合的理想载体，故其商业价值日益受到重视，2006年刘晓航就曾敏锐地意识到

这一点，撰写《整合资源，回归历史，打造中俄茶叶之路旅游线》⑥。

“万里”凸显了其空间跨度与历史厚重感，更具传播感染力。然而，“路”字仍偏重物理通道的意象。

从“万里茶路”向“万里茶道”话语迁移始自2013年。该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演讲时指出：“继 17 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⑦这一称谓

的提出，实现了关键的概念升华。“道”超越“路”，不仅指地理路径，更蕴含了“商道”“通道”“文明交往之

①张笃勤：《汉口茶输俄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

②刘晓航：《寻找被历史遗忘的茶叶之路》，《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刘晓航：《中俄茶路与汉口》，《农业考古》2002

年第2期。

③ Martha Avery.The Tea Road: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4.

④李志强：《茶商万里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夜盗珍纪墓》，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6年，第188页。

⑤王海津、潇桦：《本刊2007年隆重推出大型策划：重走晋商万里茶路》，《旅游纵览》2007年第1期。

⑥刘晓航：《整合资源，回归历史，打造中俄茶叶之路旅游线》，《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

⑦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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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丰富文化内涵与哲学意味。它更能概括这条线路作为经济动脉、文化纽带和文明对话桥梁的复合

价值，也更能契合将其作为“文化线路”遗产进行整体保护与阐释的现代理念。自此，“万里茶道”迅速取

代以往各种称谓，成为官方、学界与社会公认的统摄性符号，完成了概念演变的最后一环，并为后续全国

性、跨国性的协同行动提供了统一的话语标识。

（三）概念嬗变的内在逻辑与比较视野

上述概念的嬗变折射出认知的演进：从强调单一商品“茶”到关注整个贸易体系，从聚焦商业主体商

帮到重视线路空间结构，从历史地理描述到文化遗产价值阐释。这一过程是学术研究深化、文化自觉提

升与国家战略话语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概念不断升华，是国家战略需求、文化遗产保护需求与学术研

究深化三重契合的结果。其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需要挖掘历史上的跨文明交流通道，为当代跨

国合作提供历史支撑，而作为中蒙俄三国历史上的重要贸易通道，万里茶道概念的规范与升华，契合“一

带一路”倡议中“互联互通、文明互鉴”的核心内涵，成为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文化纽带。其二，文

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普及，推动了线路文化遗产的研究与申遗，这时需要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界定中蒙俄茶

叶贸易通道的遗产范围、核心价值，“万里茶道”的规范称谓，为文化遗产实践提供了统一的认知框架和

话语支撑。其三，学术研究的深化，使得学者们对万里茶道的史实、价值有了更为系统的认知，能够准确

界定概念的内涵与边界，推动概念从公众话语向学术话语转化，形成学术与公共话语的统合。

概念升华的核心价值，还在于搭建了史实与文化遗产实践的桥梁。从内在逻辑来看，史实是概念凝

练的基础，没有中蒙俄近三百年茶叶贸易的客观史实，就没有万里茶道概念的产生；概念是文化遗产实

践的前提，只有明确万里茶道的内涵、边界和价值，才能开展遗产调查、保护、申遗等实践活动。万里茶

道概念的统一，厘清了其与海上茶叶之路、茶马古道等其他茶叶物流路线的边界。万里茶道最鲜明的特

征在于：它是依靠骆驼、马车等传统陆路运输，跨越东亚季风区、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冻土带等多重地理

单元，历时近三百年，且深度塑造了中蒙俄边境地带社会经济形态的持久性陆路国际贸易网络①，其兴

衰与清代边境治理、俄国的远东政策、近代铁路技术兴起紧密相连。明确万里茶道的跨国性、文化多样

性、跨文明交流的独特价值，也为沿线省份、中蒙俄三国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共识性的话语，推动万里茶道

从历史遗存向当代文化遗产转型。

三、文化遗产实践：从学术共识到跨国行动的展开逻辑

在明确概念、形成认知共识后，万里茶道迅即迎来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实践。这

一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清晰、共识性的概念如何为复杂的集体行动提供目标、框架与凝聚力。

（一）概念引领与国内协同机制的建立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苏州召开、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后，文化遗产的话题在中国各界迅速升温，相关研究也迎来指数级暴增。2008年，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通过《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将文化线路纳入世界遗产的范畴，次年在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形成了关于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无锡倡议”。与此同时，第三次文物普查

工作要求各级文物部门“应将文化线路遗产作为一类重要的普查对象”。在文物普查过程中，湖北注意

到境内的万里茶路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故在普查工作中专门设立“‘万里茶路’（湖北段）文化遗产专项课

题”。借助文物普查和课题研究，湖北摸清了本省的茶路遗产资源的分布和状况②。这一文化线路遗产

还牵涉其他省份，故湖北于2012年6月在赤壁组织召开“‘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座谈会”。与会省

①宋时磊：《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概念、文化线路与遗产特征辨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②王风竹：《再识万里茶道（看·世界遗产）》，《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1月23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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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物部门形成《赤壁宣言》和《赊店共识》，提出“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概念，“建议有关部门早日

将万里茶路这一文化线路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①，这是首次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明确目标的

跨省区会议，标志着“万里茶道”从学术研究领域正式进入遗产实践轨道。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的演讲极大鼓舞了各地政府。同年，沿线8省文物部门在茶路的另一

重要节点城市河南社旗召开中国“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讨会，正式将这一文化线路遗产名称

变更为“万里茶道”。2014年丝绸之路和大运河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激发了沿线城市及俄罗

斯、蒙古参与万里茶道遗产调查和保护的热情。2014年10月，武汉市政府和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联合主

办“中俄万里茶道研讨会”，俄方五个万里茶道沿线城市市长及代表出席，形成《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

文化遗产武汉共识》，后出版汉、俄、英三语对照的《万里茶道申遗》图书，刊出众多文献及历史图片②。自

此之后，寻访和重走茶道，不同地区遗址、遗迹的勘察和论证，学术研讨和共同宣言等活动和事件接连不

断。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文献搜集和整理、遗产资源调查、遴选标准、价值研究等是最为核心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在武汉召开的工作推进会上，确定湖北省为牵头省份、武汉市为牵头城市，并明

确联络机制等。这解决了跨区域遗产申报中常见的协调难题。在万里茶道的遗产概念之下，原本分散

于各省、市、县的古茶园、加工遗址、关隘、驿站、码头、商号、碑刻等历史遗迹被系统地串联、阐释为一个

整体性的“文化线路”。很快，中国境内8省区完成110处遗产点的摸排，首批重点推荐49处遗产点、一

般推荐50处，编制《万里茶道（中国段）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年向国家文物局联合报

送，并于2019年获得批复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一系列步骤环环相扣，证明了统一的

概念是协调多方利益、整合分散资源、形成申报合力的逻辑前提。

（二）跨国共商共建与遗产外交的深化

万里茶道是涉及中蒙俄三国的文化线路遗产，跨国协同是万里茶道保护的关键特征。主要做法有：

第一，高层推动与共识凝聚。2017年，中蒙俄三国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9届全球代表

大会上，达成共同推动万里茶道申遗的共识。特别是习近平主席2023年10月在北京同普京会谈时，希

望中蒙俄“开展好‘万里茶道’跨境旅游合作，把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成一条高质量联通发展之路”③，

2024年10月在喀山与普京会晤时，再次提到“大约400年前，联通两国的‘万里茶道’正是从喀山经过，

将来自中国武夷山地区的茶叶送至俄罗斯的千家万户。”④在领导人指引下，2024年12月中国、蒙古、俄

罗斯三国申遗主管部门、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和14个沿线城市代表在武汉召开会议，发布《关于万里茶

道文化遗产保护的武汉倡议》，这标志着万里茶道联合申遗进入新阶段。第二，专业机构合作以及联合

考察研究。三国的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俄罗斯文化和自然遗产科学研究院等专

业机构，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学术研讨等方式通力合作。2019年中蒙联合考察蒙古国万里茶道遗产

点，2023年中俄联合考察万里茶道俄罗斯段遗产点，编制申遗文本，并就联合申遗关键程序和技术问题

形成清晰的路线图。三是文化交流宣传和旅游合作。三国通过各种形式频繁开展交流，提高公众对万

里茶道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如2024年在蒙古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万里茶道展览；还推动旅游领

域的深入合作，开发跨境自驾游、青少年夏令营互访活动、旅游节和推介会等万里茶道文化旅游产品，促

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利用，如2016年中蒙俄三国元首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确立的《建设中蒙俄

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提出，建设中蒙俄国际旅游品牌“万里茶道”，2025年在“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

框架下编制了中俄蒙“万里茶道”旅游中长期规划。

这种“高层推动、专业协同、民间参与”的模式，是万里茶道遗产实践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使其成为

①张春岭、凌寒编：《万里茶路枢纽：赊店》，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②刘英姿、张光清、［俄］陶米恒·叶甫盖尼·尤里耶维奇主编：《万里茶道申遗》，武汉出版社，2015年。

③《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1版。

④《“万里茶道”串起喀山的“中国缘”》，《中国青年报》2024年10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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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代表，概念的包容性与文化纽带意义在此得到充分彰显。

（三）研究深化、公众参与和遗产活化

文化遗产实践远非学术研究的终点，而是开启全新的研究维度与多元主体互动模式，推动万里茶道从

学术议题向社会公共文化资产的深刻转化。申遗工作的实际需求，直接催化了以遗产本体调查、价值深度

阐释、保护规划与管理为核心的专项研究热潮。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遗产研究”导向，其核心任

务在于将历史学、经济学视角下的“贸易通道”，系统地论证和转化为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文化线路。

一是区域性遗产调查与价值研究。学者们围绕特定区段开展精细化研究，完成了从宏观叙事到微

观实证的转向。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调查、规划和保护课题和项目催生了一批代表性的论文，如宋奕的

《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万里茶道”申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蒋

太旭的《中俄万里茶道申遗之路》（《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5期），肖发标的《九江市万里茶道文化遗产

的调查与保护》（《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李博、韩诗洁、黄梓茜《万里茶道湖南段文化线路遗产结构

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刘杰《万里茶道（湖北段）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中国文化遗

产》2016年第3期），安微娜《万里茶道山西段路线的形成与探讨》（《农业考古》2022年第2期）等。这些

研究大多遵循“空间定位—遗产认定—价值分析—保护建议”研究理路，为编制遗产清单、划定保护范围

提供了学术支撑。

二是学术力量的整合与多学科拓展。申遗实践催生了有组织的科研合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

汉大学、湖北大学等机构形成了研究集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最早组织力量，集体攻关研究万里茶道，

严清明主编两卷本《洞茶与中俄茶叶之路》（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宋亚平主编《欧亚万里茶道及其

源头》（崇文书局2015年）等。武汉大学刘再起、刁莉、宋时磊等都有万里茶道方面的相关成果。湖北大

学以黄柏权为首，在2019年组建首个“万里茶道研究院”，每年举办一次相关学术会议，万里茶道的研究

有了学术组织依托。因重视程度、现存遗产点分布密度、学者力量和视野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省区文化

遗产调查力度不一，湖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相对较多。学术研究议题已超越历史学范畴，延伸至传播

学、管理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日益显著。

三是纳入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万里茶道研究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范围，2019年黄柏权获批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截至2025年底还有2个一般项目、2个西部

项目在研“万里茶道”，这表明万里茶道研究已获得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的认可。此外，刘再起“万里茶

道”三部曲《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晋商与万里茶道》《宜红古茶道与万里茶道》，出版了英文版译本，并

于2022年获第十三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学术研究的深化，在为申遗提供不可替代的

价值论证基础的同时，也重塑和丰富了万里茶道自身的学术内涵。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公众参与。在完成概念定型与学术深化后，通过

一系列公共文化项目，万里茶道实现了从学术文本、保护目录向公共记忆与文化体验的转化，文化遗产

不仅要共商、共申，还要共创和共享。

首先，代表性媒体与展览活动引爆公众关注。 2014年由地方政府与媒体联合发起的“重走中俄万

里茶道”大型跨境考察活动，通过历时性的实地穿越和全媒体记录，将漫长的历史线路转化为可被公众

追踪、感知的当代叙事。这次重走团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全程走过万里茶道的团

队”①，考察团队形成跨国报道成果《重走中俄万里茶道》（武汉出版社2015年），团队成员周建军出版《重

走万里茶道》（新华出版社2015年）、刘晓航出版《穿越万里茶路》（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些成果极

大地唤醒了集体记忆和公众热情。随后，自2017年起，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八省区联动的《万里茶道》大

型文物巡回展，以实物展陈的视觉化方式系统呈现了线路的全貌与精华，累计接待观众近百万人次，入

①李皖：《峰尖和谷底，或关于一座茶山的起伏——“穿越万里茶道”之一》，《长江文艺》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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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2018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录，成为将学术

共识转化为大众文化认知的关键枢纽。

其次，常态化设施建设巩固遗产展示与教育平台。沿线地区相继建立的专题博物馆，如赤壁的中国青

砖茶博物馆、洛阳万里茶道博物馆、伊林驿站博物馆等，构建了永久性的遗产阐释与教育节点，保障了公众

参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这些设施不仅展示历史，也服务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塑造与旅游经济的发展。

最后，遗产品牌的吸引力引发扩容效应。万里茶道文化遗产实践所形成的品牌效应与社会影响力，

产生了显著的吸附作用。原本未在早期申遗联盟中的安徽省，于2021年主动加入，祁门县成为申遗城

市联盟新成员。这一“扩容”现象，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完善，更生动体现了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

遗产在当代所产生的广泛凝聚力和共享价值。

综上所述，万里茶道的文化遗产实践，已构建起“学术研究深化支撑”与“公众参与共享推广”双向赋

能、循环促进的格局。学术研究确保了遗产实践的严谨性与价值高度，而公众参与则赋予了遗产以生命

力和时代意义，共同推动万里茶道从一条历史长道，嬗变为一个活态的、凝聚多元认同的当代文化符号。

余论：时代变革、话语变迁与概念的演进

澳大利亚学者席格伦（Gary Sigley）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万里茶道等文化线路遗产的重新

发现是一种“流动性叙事”（mobility narratives），通过描述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流动和交换，来塑造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①。该研究侧重于强调围绕万里茶道所形成的文化政策和

遗产外交，而本研究则认为，应在双重历史中观察万里茶道：从史实来看，它是清代到民国早期所形成的

交通贸易网络；从历史建构来看，它是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发现史实的结果。万里茶道经历了

史实重构和话语迁移的过程，受政治和时代背景影响颇深。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苏要么经历革命、战

争等动荡，要么处于对抗和猜疑状态，此时期研究多从经贸史、交通史和外交史等角度展开这一贸易路

线的研究，研究主体是这些领域的历史学者，主流话语多是霸权、掠夺等。苏联解体、中国全面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转型后，文化和旅游产业得到发展，在余秋雨散文《抱愧山西》（1992年收于《文化苦旅》）、电

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剧《走西口》《乔家大院》等流行文化带动下，社会公众对晋商这一历史上重要

的商帮投入极大热情，于是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学者视野开始从对票号等方面的研究转向晋商、旅蒙商

等地域性商帮，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等“走西口”谋生计这一大规模性迁徙事件也受到关注。对于这

些历史事件的热情，实际上是追求改革开放、敢于拼搏和冒险的时代精神的烛照。

21世纪后，中国更加融入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同步引入中国，2011年起中俄

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蒙同年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人们充分意识到中蒙俄这一

国际贸易商道巨大的历史底蕴、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路线本身以及所保存下来的当代文化遗产成为研

究和关注的对象，政府成为支撑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逐渐形成了遗产多主体共同驱动的发

展格局。历经数十年的变化，从最初的茶叶之路，到万里茶路，再到万里茶道，这一贸易线路的名称和概

念也在不断变迁，与其他贸易线路的界限日益明显，自身突出普遍价值的提炼日益明晰。在研究范式、

方法论与价值目标上，三个阶段也各有特点：第一个阶段多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基础，以实证主义史学为

主流，侧重贸易环境、贸易量等；第二个阶段侧重历史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以概念层的梳理为核心，以“茶

叶之路”“万里茶路”等术语重构空间叙事，体现从经贸史和交通史到文化地理的认知升维；第三个阶段

引入世界文化遗产和线路遗产的理论，以申遗为目标和驱动，推动田野调查、考古勘察、遗产活化与国际

① SIGLEY G. The Great Tea Road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policy, mobility narratives and route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22, 29(3): 314-327.

2026.2

-- 146



治理的制度化，完成从学术概念到公共文化产品的转化。

万里茶道的当代复兴，是一个在时代变迁背景下，史实挖掘、概念提炼与遗产实践三者环环相扣、互

为驱动的嬗变过程。在“史实—概念—实践”的逻辑框架体系内，坚实的史实重构是概念形成的根基，清

晰而具有共识的概念是文化遗产实践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文化遗产实践是概念的实现与升华，不断深

入的实践又反过来深化了史实研究，赋予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这一嬗变过程深植

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洪流之中：从中苏关系改善到中蒙俄全面战略协作的时代变迁，提供了政治

可能性；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对于商业历史遗产的重新评价；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到重视文化软实力与可持续发展，催生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意志；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为这

条古老的商道赋予了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崭新时代使命。万里茶道的当代故事，是一部关于通过

学术努力、话语建构与集体实践，将一段辉煌的跨国交往史，成功转化为能够服务于当代国家发展与跨

文化理解的珍贵遗产的生动教材。随着中蒙俄三方合作路线的日益清晰，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条凝聚着

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万里茶道，最终将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重新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责任编辑：沈志忠、伽红凯）

The Threefol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 Great Tea Road":
Historical Facts, Concep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SONG Shilei

（Tea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Wa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The Great Tea Road" has been widely used since 2013. Its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a dynamic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research to academic construction, ulti-

mately evolving into a cross-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early 1990s, efforts were made to organize oral materials and clarify historical facts, accumulating a

substantial body of important documentary sources. During this period, some scholars introduced the con-

cepts of the "Tea Road" and the "Zhang-Ku Road", shifting the focus of research from trade history and for-

eign relations to cultural routes, thus reflecting a growing sens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Beginning in the

1990s, the concept of the "Tea Road" shifted from a general term to a specific one, used to refer to the nearly

three-hundred-year-long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Mongolia, and Russia. In 2013, during a speech in

Moscow, President Xi Jinping used the term "The Great Tea Road" to replace previous designations such as

the "Tea Road" and "Thousands of Miles Tea Road. " Since the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The Great Tea Roa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nd profound, achieving numerous sig-

nificant resul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threefold transformations is attributed to changes in the era, dis-

course,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as a solid historical foundation, continuous refinement of the concept, and

public enthusiasm for heritage participation. The time for the The Great Tea Road to be recognized a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may soon arrive.

Key words: Tea Road；The Ten-Thousand-Mile；Tea Road；The Great Tea Road；cultural heritage of

cultural routes；conceptual history

万里茶道的三重嬗变：史实、概念与文化遗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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